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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基于工作要求-资源理论和人-环境匹配理论,本文探讨促进和防御定向型工作重塑匹配性对工作

不安全感的影响,检验个人-工作匹配的中介作用及高承诺工作系统(HCWS)的调节作用。 基于 493 名员工与 51

名人力资源负责人构成的两时点纵向配对数据,并利用多项式回归和响应面分析法得出以下结论:(1)促进定向型

与防御定向型工作重塑匹配时,高促进-高防御的工作重塑组合比低促进-低防御组合更能降低工作不安全感;

(2)促进定向型与防御定向型工作重塑不匹配时,高促进-低防御的工作重塑组合比低促进-高防御组合更能降低

工作不安全感;(3)个人-工作匹配在促进-防御定向型工作重塑匹配性与工作不安全感之间起中介作用,即高促

进-高防御的工作重塑组合通过个人-工作匹配降低工作不安全感;(4)HCWS 调节了促进-防御定向型工作重塑

匹配性与个人-工作匹配之间的关系,即 HCWS 能缓冲低促进-高防御组合与高促进-低防御组合对个人-工作匹

配的效应差异;(5)HCWS 调节了个人-工作匹配在促进-防御定向型工作重塑匹配性与工作不安全感之间的中介

作用。

　 　 关键词:促进定向型工作重塑　 防御定向型工作重塑　 个人-工作匹配　 工作不安全感　 高承诺工作系统

　 　 中图分类号:F272. 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5)01-0031-19

一、问题提出　
在当前诸多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越来越多的职场员工因难以长期维持工作而处于被动境地,由此

产生工作不安全感[1] 。 工作不安全感(job
 

insecurity)是指员工在具有威胁的工作情境下对保持工作连续性

的无力感[2] ,作为一种个体主观体验到的压力源[3]被国内外学者们所关注并展开了深入研究。 虽然在部分

研究领域结论不一,比如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有不同结果(负相关关系[3] 和倒 U 型关系[4] ),但大多数学者

认为工作不安全感是一种阻断性工作压力,会降低员工对组织的忠诚感和工作投入[5] ,进而降低绩效[6] ,从
而对组织产生消极影响[7] 。 本文认为,由于工作不安全感的非自愿性质,即使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促使员工

努力,但被动的努力会消耗大量的个体资源,导致情绪耗竭等消极的个人结果[8] 。 并且,出于被动而产生的

13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5 年第 1 期)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1, 2025)

反应性动机不能像主动性动机一样成为长久发展的动力,相反,长期的不安全感会导致高健康风险[3] 。 因

此,出于规避个体消极结果的目的,探索如何降低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仅有少数研究对工作不安全感的预测因素从个体特质(人格) [9] 、组织情境(组织变革) [10-11] 和社

会环境[12]等层面进行了探索,却鲜有研究关注个体主动性行为对工作不安全感的影响[13] 。 事实上,个体特

质短期难以改变,而个体行为却更为可控且直接影响个体结果。 作为典型的主动性行为,工作重塑( job
 

crafting)是员工自发通过调整工作要求与工作资源进行的“自下而上”的工作再设计[14] 。 基于调节定向理

论(regulatory
 

focus
 

theory),工作重塑可进一步分为促进定向型和防御定向型[15] 。 有学者探讨了两种工作重

塑对个体结果的影响,发现促进型工作重塑能够提高工作投入但需要消耗个体资源,而防御性工作重塑能

减少阻碍性要求的消极后果但会降低就业能力[16-17] 。 那么工作重塑是否以及如何有效降低工作不安全感?
特别是由于工作的多任务、多目标及多阶段性特征,员工往往不会仅采用一种重塑行为,而两种重塑行为究

竟呈现为怎样的组合才更有助于降低工作不安全感? 本文尝试将促进定向型工作重塑( promotion-focused
 

job
 

crafting)与防御定向型工作重塑(prevention-focused
 

job
 

crafting)纳入模型,探究二者之间的何种匹配情形

更有利于降低工作不安全感。
从促进定向型和防御定向型工作重塑的交互到工作不安全感的影响过程是复杂的,探索和揭示这些机制

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两类重塑的交互效应对工作不安全感的影响。 基于人-环境匹配理论(person-environment
 

fit
 

theory),员工的工作重塑可以通过调整其工作特征来提高个人与工作的匹配度[18] ,也被视作积极的人-环境匹

配行为[19] 。 本文旨在通过个人-工作匹配度来检验工作重塑对工作不安全感的影响。 目前缺乏验证不同类型

工作重塑的交互效应对个人-工作匹配影响的相关研究,而交互效应产生的额外变异可能通过个人-工作匹配

传导,因此,以个人-工作匹配作为中介路径有助于深化和丰富这一领域的实证经验。
员工工作重塑的效应会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20] ,尽管个体行为是个体结果的直接影响因素,但个体感

知到的组织支持、从组织获得的工作资源等组织情境因素也会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良好的组

织制度安排应与积极的个体行为形成交互,共同发挥作用。 高承诺工作系统(high
 

commitment
 

work
 

systems,
 

HCWS)作为组织实施的一系列工作实践,是一种重要的情境资源[21] ,可以向员工提供员工工作资源以缓和

工作要求的负面影响,或强化员工主动性行为的积极效果,即合理的组织制度与员工积极主动的工作设计

形成良好的交互,共同发挥作用。 因此,在员工工作不安全感干预机制的研究中,将高承诺工作系统作为员

工工作重塑对个人-工作匹配感知影响的边界条件,有助于揭示个体行为与组织情境的交互效应。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促进-防御定向型工作重塑匹配组合

既有研究对工作重塑的结构维度确定和测量工具开发主要从角色和资源视角展开,为了弥合角色和资

源视角在定义、内容和目的上割裂的现状[17] ,学者们开始从动机角度提出整合框架[15,22-24] 。 利希滕特勒和

菲施巴赫(Lichtenthaler
 

&
 

Fischbach,2016)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 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
 

JD-R)和

调节定向理论,对工作重塑理论的结构内涵进行了重新定义,将试图寻求积极工作特征和工作结果的工作

重塑行为定义为“促进定向型工作重塑”,包括增加结构性工作资源、增加社会性工作资源和增加挑战性工

作要求[15] 。 田喜洲等(2020)将试图规避消极的工作特征和工作结果的工作重塑行为定义为“防御定向型

工作重塑”,包括减少阻碍性工作要求[17] 。 促进定向和防御定向工作重塑结构最初用来探究工作重塑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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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员工工作动机,之后学者们多用该结构来检验工作重塑行为对工作投入和倦怠[25] 、职业竞争力的影

响[26] ,也有学者探究调节定向视角下的工作重塑行为对工作投入和适应力的影响[27] ,而这些变量都与工作

不安全感紧密相关[7,
 

28] 。 本文的目的是探究员工如何采取主动策略进行工作重塑来降低工作不安全感,以
避免消极的个人和工作结果,这是一个积极应对的过程。 积极应对指的是员工提前应对工作或工作特征的

丧失,降低未来可能的威胁,该机制在探究工作不安全感的反应机制中被提及[3] 。 因此,理论上积极应对行

为能够降低员工的不安全感,但具体采取何种行为却取决于员工的动机,即是试图寻求积极的工作特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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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促进-防御定向型工作

重塑匹配组合情形

工作结果,还是规避消极的工作特征和工作结果。 这两种行动取向

都是主动的行为策略,究竟采取何种策略或策略组合能有效降低不

安全感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本文根据促进定向型和防御定向型工作重塑的高低水平,形成

图 1 所示的四种匹配情形:①为高促进定向型-高防御定向型的工

作重塑组合(“高-高”组合);②为低促进定向型-低防御定向型的

工作重塑组合(“低-低”组合);③为低促进定向型-高防御定向型

的工作重塑组合(“低-高”组合);④为高促进定向型-低防御定向

型的工作重塑组合(“高-低”组合)。 其中,①和②情形下两类工作

重塑差异较小,本文将其定义为促进-防御匹配的工作重塑行为;而
③和④情形下两类重塑行为差异较大,将其定义为促进-防御不匹

配的工作重塑行为。

　 　 (二)促进-防御定向型工作重塑组合对工作不安全感的影响

既有研究均采用多维度结构,以整体构念视角探讨工作重塑的影响[29-30] ,或只聚焦于促进型工作重塑

的积极效应[31] 。 少数研究分维度探讨了任务型与关系型工作重塑[18,32] 、促进型与防御型工作重塑的影

响[33] ,却忽略了不同维度的重塑行为之间的关系,比如是否互为作用边界。 因此,既有研究尚未识别不同重

塑类型的效应差异,对高低不均衡的重塑组合可能产生的效应差异也缺少量化研究。 本文基于调节定向理

论的工作重塑划分方式[15] ,借助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法,辨析促进定向型与防御定向型工作重塑匹配

组合的差异化效应。 JD-R 理论认为工作特征可以分为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两类,将工作中需要持续体力或

脑力劳动的特质归为工作要求,将工作中能够帮助员工实现工作目标、减少工作要求和相关成本或促进个

人发展的特征归为工作资源[19] 。 该理论为本文的模型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

工作不安全感本质上是员工对目前工作环境的主观负面看法和解释[2] ,可能导致与个人和工作相关的

负面结果,因此如何应对和降低这些负面影响是值得关注的。 有研究发现积极情绪和社会支持可以降低现

有威胁的负面影响[7,
 

34] ,但此时员工的威胁感已经产生,因而缓解效果受限。 事实上,降低负面影响的更有

效路径是通过主动行为减少或者是避免威胁[35] 。 以往研究多将员工视为工作环境的被动回应者,但有研究

发现,员工也可以采取积极策略,通过构建资源来掌握和改善当前的职业环境以减轻工作不安全感[36-37] 。

工作重塑作为员工应对压力事件的积极策略[38] ,能够有效平衡工作要求-资源与个人需求-资源的关系[14] 。

工作资源能够帮助员工应对工作变化,减少不确定性并提高员工的适应力和控制感[27] 。 具体而言,促

进定向型工作重塑能够增加结构性工作资源,提升员工工作技能和核心竞争力,增强其胜任当前工作的信

心,降低威胁感;也可以通过增加社会性工作资源,增强员工与上级及同事的联系,提高员工的组织支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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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降低工作不安全感[7] 。 此外,挑战性压力源通过激发员工积极的情绪和态度增强其工作积极性[39] ,即

寻求更多挑战性工作要求的员工具有更高的积极性和韧性[14] ,也更容易适应新环境,主观威胁体验感也更

低。 因此,高促进工作重塑有利于降低工作不安全感。 相反,低促进型工作重塑意味着未来的低工作资源,
随着资源的不断损耗,员工会减少具有挑战性要求的工作任务,虽短期不会产生不良后果,但却不利于其长

期发展。 根据 JD-R 理论,低工作要求不会产生积极作用,并且低工作资源会导致消极结果,因此低促进型

工作重塑不利于减轻甚至可能加剧工作不安全感。
虽然在分维度研究中防御定向型工作重塑(减少阻碍性工作要求)往往与消极结果相关或得不到显著

结果[40] ,但目前研究肯定了工作重塑整合构念的积极效应。 防御型重塑的消极影响能够被促进型重塑的积

极效应抵消,工作重塑最终表现出的作用方向主要由促进型重塑决定。
综上,本文提出假设 1:促进定向型与防御定向型工作重塑匹配时,高促进-高防御组合比低促进-低防

御组合更能减轻工作不安全感,低促进-低防御组合比高促进-高防御组合更能加剧工作不安全感。
不同于进行高促进型工作重塑的员工有较低的不安全感,高防御型重塑员工会更警惕,对负面效应也

更敏感[41] ,因此当该类员工面对工作威胁(如组织变革)时可能会有更严重的不安全感。 既有研究表明,减

少阻碍性工作要求(回避有挑战的任务或高工作要求)会导致功能失调[42] 或受到歧视[43] ,甚至会增加与同

事之间的冲突[44] ,从而降低组织归属感。 而组织支持感是降低工作不安全感的重要因素[10] ,因此高防御定

向型工作重塑不利于降低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 相反,进行低防御重塑的员工因较少关注可能的消极后

果[17] ,对可能造成失去工作的缘由的敏感度较低,也不易与同事产生冲突,因此不会加剧不安全感。 既有研

究表明,工作重塑的积极影响主要是由促进型重塑主导,而防御型重塑或是正向作用不显著或是起到负向

作用[45] 。 因此,当员工采取不匹配的重塑策略时,高促进-低防御组合比低促进-高防御组合更有利于减轻

工作不安全感。
综上,本文提出假设 2:促进定向型与防御定向型工作重塑不匹配时,高促进-低防御组合比低促进-高

防御组合更能降低工作不安全感,低促进-高防御组合比高促进-低防御组合更能加剧工作不安全感。

　 　 (三)个人-工作匹配的中介作用

个人-工作匹配是个人特征与工作或任务特征之间的匹配性,包括员工能力与工作要求匹配及工作供

给与自身需求匹配,即要求-能力匹配(demands-abilities
 

fit,D-A
 

fit)和需求-供给匹配(needs-supplies
 

fit,N-S
 

fit) [46] 。 根据人-环境匹配理论,个人-工作匹配作为员工对当前工作环境和自身条件的判断,反映了员工对

工作的掌控感和维持工作连续性的信心,受到个人、组织和工作条件的影响,并作用于个体工作结果[47] 。
蒂姆斯等(Tims

 

et
 

al.,2013)基于 JD-R 理论提出的工作重塑是指员工通过调整工作或自身条件以平衡

工作资源与要求的主动性行为[48] ,通过促进定向型工作重塑可以改善工作资源和工作要求,这可能使 D-A
 

fit 得到提升。 一方面,促进定向型工作重塑可以提升员工的工作资源,使其能力得到充分应用,并获得重要

的来自组织和同事的支持感,进而可能使员工感到有能力满足工作要求[19] 。 另一方面,促进定向型工作重

塑可以调整工作要求,更具调整性的工作要求有助于激发员工的工作动机,刺激员工充分利用自身资源[49] ,
将其能力与工作更紧密地结合。 同时,促进定向型工作重塑也可能使 N-S

 

fit 得到改善。 工作资源能够促进

员工的需求满意度[29] ,因此,增加结构性或社会性资源的促进定向型工作重塑能够满足员工对工作意义、归

属感等方面的需求,比如积极投入新任务并主动承担更多责任的员工更易获得工作意义感[50] 。
防御型工作重塑往往通过降低工作量、减少心理损耗较大的任务和回避不利的人际关系等方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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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方面会导致员工与同事之间的冲突,使员工感到社会资源的损失,还可能导致员工产生负面情绪,造
成心理资源的损耗。 根据 JD-R 理论,当工作要求过高或资源不足时,会造成资源和能量的损耗[51] ,进而可

能导致员工对其与工作匹配性的消极感知。 另一方面,防御型重塑是一种消极应对策略,更多指向消极结

果,如低敬业度和低工作满意度等[41] ,不利于员工寻求工作的意义,也无法实现 N-S
 

fit。 并且,防御型工作

重塑行为产生于员工的回避动机[17] ,不同于促进型工作重塑的趋近动机对员工积极性和工作动机的激发作

用,有回避动机的员工倾向于保持当前的工作状态,不利于个体能力的提升和工作条件的改善,进而无益于

D-A
 

fit 的改善。
在调节定向视角下,采取促进型工作重塑的个体更加关注任务的趣味性与重要性,而采取防御型工作

重塑的个体更加关注任务的繁重或困难性[44] 。 虽然前者常带来积极影响而后者则表现出负面效应,但二者

并不是独立的矛盾体。 当两种重塑行为同时出现时,最终效应的大小和方向可能取决于两种重塑行为的高

低组合方式。 在既往研究中,防御型重塑的作用往往难以被观察到[48] ,因此在促进型工作重塑对个人-工作

匹配的积极影响和防御型重塑的消极影响之间,可能是前者起到主导作用,即与低促进-高防御组合相比,
高促进-低防御组合最终以积极效应为主,起到有效提高个人-工作匹配的作用。

个人-工作匹配度较高的员工可能是由于其需求被工作环境很好地满足,而工作安全感正是员工的核

心需求之一[52] 。 若其他方面的需求(如工作意义[19] )得到满足,也能通过提高员工的幸福感等一系列积极

结果[52]来降低消极情绪,从而缓解因难以维持工作而产生的威胁感和无力感。 高个人-工作匹配也可能是

由于员工拥有较高的知识、技能和能力,能够满足工作要求并有效解决各种工作问题,因而拥有有效的应对

技能有助于提高个人的效能感[53] 。 自我效能感一方面增强员工保持当前工作和适应工作变化的信心,另一

方面作为重要的心理资源有助于抵御消极情绪[54] ,能够有效降低工作不安全感。 因此,员工采取促进-防御

定向型工作重塑能够改变工作资源与工作要求,通过实现资源与要求的平衡来提升个人-工作匹配,进而缓

解其工作不安全感。
综上,本文提出假设 3:个人-工作匹配在促进-防御定向型工作重塑匹配性与工作不安全感之间起中介

作用。

　 　 (四)高承诺工作系统的调节作用

随着人力资源管理(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HRM)向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发展,HRM 研究也从微观

的职能导向转变为宏观的战略导向,从单一的 HRM 实践发展到复合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55] 。 按照功能导

向,承诺型、控制型、包容型人力资源管理等实践类型不断被概念化;结合特定的组织战略或绩效目标,一系

列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 HRM 实践又组合为高绩效工作系统、高承诺工作系统和高参与工作系统[56] 。 尽管

与高参与或高绩效工作系统强调直接参与组织目标和提高绩效目标不同,高承诺工作系统(high
 

commitment
 

work
 

system,
 

HCWS)是依靠创造出能够使员工愿意主动努力的工作环境来有效提升绩效的[21] ,在这种工作

环境中员工感知到更多的组织支持、关注和关心,以及更高的个人资源水平,从而能够激发员工的主动性行

为。 并且,员工在 HCWS 下感知组织对其真正的承诺和认可,进而产生更强的内部驱动力[21] ,与组织保持长

期的交换关系[57] 。 本文认为,作为良好的组织制度因素,HCWS 可能与员工的工作重塑产生交互作用,共同

影响员工的个人和工作结果。 由于本文的研究针对中国的组织情境,因此采用了苗等人( Miao
 

et
 

al.,
2021) [58]对承诺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定义,将旨在维护员工权益的承诺型实践组成的高承诺工作系统作

为边界条件,考察其对工作重塑与个人-工作匹配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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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WS 作为组织资源要素能够强化员工资源重塑的正向效应。 能力差异会影响员工的工作重塑行

为[59] ,在实施高水平 HCWS 的组织中,广泛的培训和及时的信息分享实践与员工学习和发展的自主动机协

同作用,一方面提升了员工工作重塑的能力,另一方面员工又因成功重塑工作资源(增加结构性工作资源)
而提升工作技能,从而促进 D-A

 

fit。 此外,充分的员工参与和灵活的薪酬激励能够向员工提供增加社会性

工作资源和挑战性工作要求的机会,激发工作重塑行为的积极效果,满足个体愿望,继而促进 N-S
 

fit。 因此,
高 HCWS 能够强化高促进型重塑对个人-工作匹配的积极影响。 并且,高水平的 HCWS 能够基于社会交换

关系激发员工的组织承诺,即便员工在面对复杂任务或紧张人际关系时,为了保存资源而选择进行防御型

工作重塑时,其负面影响(冲突、歧视等)也会因员工高水平的组织承诺而被缓和。 因此,高 HCWS 能够缓和

高防御型重塑对个人-工作匹配的消极影响。
综上,本文提出假设 4:HCWS 调节了促进-防御定向型工作重塑与个人-工作匹配之间的关系。 高

HCWS 能够缓冲低促进-高防御组合与高促进-低防御组合对个人-工作匹配的效应差异。
基于假设 3 和假设 4,本文可以构建一个复杂模型:个人-工作匹配中介了促进-防御定向型工作重塑对

工作不安全感的影响,中介效应的大小取决于 HCWS 的高低。 HCWS 在调节员工积极的人-环境匹配行为

作用过程的同时,还会影响后续的情感体验[57] ,受尊重、被信任的工作氛围使得员工采取的匹配行为的效果

受到影响。 如前所述,在高水平 HCWS 的组织中,促进-防御定向型工作重塑改善个人-工作匹配的效果更

佳,与工作越匹配就越能增加员工保住工作的信心,降低其在竞争中被淘汰的心理预期;相反,在低水平

HCWS 的组织中,促进-防御定向型工作重塑对个人-工作匹配的影响会被削弱,低资源水平的工作环境下

实现与工作的匹配较为困难,员工容易体验到消极情感,甚至可能易产生职场焦虑,从而更可能使员工产生

失去工作的预期。
综上,本文提出假设 5:HCWS 调节了个人-工作匹配在促进-防御定向型工作重塑匹配性与工作不安全

感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 高水平 HCWS 能缓冲低促进-高防御工作重塑组合对工作不安全感的消极影响。
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 2 所示。

�E�	���F


K��	���F


������F ������

P�A��24

33�L

���L

图 2　 理论模型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样本

本文的调研样本来自成都、深
圳、苏州、广州、大连、北京、上海等

地,涵盖了信息技术、通信、电子、互
联网、金融、商业服务等行业工作一

年以上的正式员工。 为了降低共同

方法偏差的干扰,并保证变量之间

的因果关系,研究团队分两个时点对所有核心变量进行了数据收集,时间间隔为 14 天。 最后选取了时点 1
的工作重塑和高承诺工作系统数据,时点 2 的个人-工作匹配和工作不安全感数据。 具体而言,第一次调研

首先邀请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部分为副职)评价组织的高承诺工作系统,并由人力资源负责人邀请各自企

业的一个或两个团队,不少于 10 名员工(部分少于 10 人)填写涉及工作重塑、公司规模、成立年限与人口统

计学特征等相关信息的问卷,然后回收来自 54 家企业的员工问卷 527 份和 54 名人力资源负责人问卷,经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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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后,最终得到有效员工问卷 500 份和人力资源负责人问卷 51 份;第二次调研在第一次 500 份有效问卷的

基础上对员工进行追踪调研,请其填写个人-工作匹配和工作不安全感问卷,共发放问卷 500 份,回收有效

问卷 493 份。 随后将两次调研的数据按照样本的身份信息进行匹配,即在时点 1 得到有效员工问卷 500 份

和 51 份人力资源负责人问卷,在时点 2 得到有效员工问卷 493 份,最终得到有效配对样本 493 份员工问卷

和 51 份人力资源负责人问卷。
员工样本的基本统计特征如下:其中,男性占 46%,女性占 54. 0%;21~30 岁占 48. 9%,31~40 岁占 45. 8%,

41~50 岁占 4. 7%,51 岁及以上占 0. 6%;高中、中专及以下学历占 1. 4%,专科学历占 7. 1%,本科学历占 79. 1%,
研究生学历占 12. 4%;工作 5 年及以下占 33. 5%,工作 6~10 年占 44. 6%,工作 11~15 年占 15. 4%,工作 16 年及

以上占 6. 5%;最近一份工作入职 5 年及以下占 59. 6%,入职 6~10 年占 32. 5%,入职 11~15 年占 4. 5%,入职 16
年及以上占 3. 4%。

　 　 (二)研究工具

为保证测量工具的信效度,本文的量表均来自国内外主流学术期刊,并得到广泛的验证。 主要研究变

量量表均采用李克特(Likert)七点计分(1 为完全不符合,7 为完全符合)。
工作重塑。 采用利希滕特勒和菲施巴赫(2016) [15]基于调节定向理论对蒂姆斯等(Tims

 

et
 

al.,2012) [40]

开发的量表所采取的划分方式:促进定向型工作重塑包含增加结构性工作资源、增加社会性工作资源和增

加挑战性要求三个维度,防御定向型工作重塑包含减少阻碍性要求一个维度。 本文选取了每个维度载荷量

最高的 3 个题项,共 12 个题项,如“我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等。 促进定向型工作重塑量表的克朗巴哈系数

(Cronbach’s
 

α)值为 0. 812
 

4,防御定向型工作重塑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为 0. 564
 

3。
高承诺工作系统(HCWS)。 采用苗等人(2021) [58] 基于中国管理情境开发的承诺型高绩效工作系统量

表,包含员工(参与)授权、广泛培训、即时的信息分享、灵活的薪酬激励四个维度,共 12 个题项,如“相较于

竞争对手,公司投入更多的培训时间与金钱”等。 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为 0. 9352。
个人-工作匹配。 采用萨克斯和阿什福思(Saks

 

&
 

Ashforth,1997) [60]开发的量表,共 4 个题项,如“我认

为我的知识、技能、能力与我的工作非常匹配”等。 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为 0. 846
 

1。
工作不安全感。 采用赫尔格伦和斯维克(Hellgren

 

&
 

Sverke,2003) [61]开发的量表,共 3 个题项,如“我担

心在我想离职之前就不得不离职”等。 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为 0. 8910。
控制变量。 根据苗等人(2021) [58] 的研究,员工的人口特征变量如性别、学历、年龄、工作年限、入职年

限、公司成立年限、公司规模和行业类型都会对其个人-工作匹配与工作不安全感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将这

些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四、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与效度分析

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在采用分时点及多源的数据收集法的基础上,本文运用赫尔曼(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

差检验。 结果显示,最大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 36. 938
 

2,低于 40%。 此外,本文还采用添加一个非可测潜在

方法因子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62] ,加入共同方法因子后,模型并未得到明显改善( ΔRMSEA = - 0. 025
 

1,
ΔGFI = -0. 034

 

3,ΔCFI = 0. 037
 

3,ΔTLI = 0. 042
 

2),改善幅度均不超过 0. 05。 相较于五因子模型,六因子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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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并没有显著的拟合优势(见表 1),表明本文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 效度分析

如表 1 所示,五因子模型比其他模型的拟合效果更佳,表明本文的主要研究变量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 df χ2 / df RMSEA GFI CFI TLI

单因子 1
 

478. 153
 

1 119 12. 421
 

5 0. 152
 

4 0. 731
 

2 0. 695
 

5 0. 652
 

0

三因子 1
 

141. 716
 

9 116 9. 842
 

4 0. 134
 

1 0. 783
 

6 0. 770
 

2 0. 730
 

6

四因子 438. 391
 

8 113 3. 879
 

6 0. 076
 

5 0. 908
 

7 0. 927
 

1 0. 912
 

3

五因子 361. 378
 

1 109 3. 315
 

4 0. 068
 

6 0. 924
 

8 0. 943
 

5 0. 929
 

4

六因子 177. 768
 

9 92 1. 932
 

3 0. 043
 

5 0. 959
 

1 0. 980
 

8 0. 971
 

6

　 　 注:六因子模型在五因子模型基础上添加了共同方法因子;五因子模型:Pro-JC、Pre-JC、HCWS、PJF、JI;四因子模型:Pro-JC+Pre-JC、HCWS、
PJF、JI;三因子模型:Pro-JC+Pre-JC、HCWS、PJF+JI;单因子模型:合并所有变量。 Pro-JC 指促进定向型工作重塑,Pre-JC 指防御定向型工作重

塑,PJF 指个人-工作匹配,JI 指工作不安全感;此外,通过数据迭代方式将组织层次的高承诺工作系统转变为个体层次进行分析;表 2 同。

　 　 (二)相关性分析

表 2 报告了本文主要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表 2　 主要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1. Pro-JC 5. 817
 

7 0. 631
 

2 1

2. Pre-JC 5. 351
 

6 0. 841
 

8 0. 150
 

9∗∗∗ 1

3. HCWS 5. 522
 

3 0. 965
 

6 0. 654
 

4∗∗∗ 0. 151
 

8∗∗∗ 1

4. PJF 5. 793
 

6 0. 875
 

4 0. 588
 

0∗∗∗ 0. 126
 

3∗∗ 0. 706
 

6∗∗∗ 1

5. JI 2. 205
 

5 1. 189
 

8 -0. 286
 

6∗∗∗ 0. 035
 

3 -0. 329
 

1∗∗∗ -0. 358
 

2∗∗∗ 1

　 　 注:nHR负责人= 51 ,n员工 = 493;∗ 、∗∗和∗∗∗分别表示在 5%、1%和 0. 1%的水平上显著,后表同;采用双尾检验。

　 　 (三)假设检验

1. 主效应分析

在进行多项式回归分析前,先检验样本中是否存在符合要求的差异值比例:对促进定向型与防御定向

型工作重塑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二者的差值,并将差值的绝对值大于 0. 5 的样本作为差异值样本。 当差异

值样本的比例超过 10%时,进行多项式回归和响应面分析是具有实践价值的[63] 。 本文的 493 份有效样本

中,差异值样本有 319 份,占比 64. 7%,满足进行多项式回归分析的要求。
将多项式回归和响应面分析相结合进行假设检验,如表 3 所示。 其中, X1、 X2 为自变量, W1、 W2 是调节

变量, M 是中介变量, Y 为因变量,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学历、职位、年龄、工作年限、入职年限、公司成立年

限、公司规模和行业类型。 模型 1 为只包含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加入二次项 X2
1、 X1X2 和

X2
2 后,模型 3 的 R2 明 显提升(Δ R2 = 0. 047

 

6,P<0. 001),表明促进定向型工作重塑、防御定向型工作重塑与

工作不安全感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有必要进一步运用多项式回归法检验假设。 根据模型 3 的多项式回归

结果,响应面沿匹配曲线(X2 =X1)的斜率显著为负(斜率 = -0. 456
 

0,P<0. 001),说明相较于“低促进-低防

御”的工作重塑匹配组合,进行“高促进-高防御”匹配组合的工作重塑行为的员工工作不安全感更低;响应面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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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匹配曲线(X2 = -X1)的斜率也显著为负(斜率= -1. 044
 

0,P<0. 001),说明相较于“低促进-高防御”的工作重

塑匹配组合,进行“高促进-低防御”匹配组合的工作重塑行为的员工工作不安全感更低。 同时,响应面沿匹配

曲线的曲率不显著 (曲率 = - 0. 225
 

0,P > 0. 05),沿着不匹配曲线的曲率也不显著 (曲率 = 0. 105
 

0,
P>0. 05),表明促进-防御定向型工作重塑匹配与工作不安全感之间具有线性关系。 假设 1 和假设 2 得到支持。

表 3　 多项式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非标准化

回归系数
标准误

非标准化

回归系数
标准误

非标准化

回归系数
标准误

非标准化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截距 3. 024
 

6∗∗∗ 0. 540
 

4 2. 685
 

0∗∗∗ 0. 526
 

7 2. 675
 

7∗∗∗ 0. 515
 

2　 5. 039
 

7∗∗∗ 0. 645
 

7

性别 -0. 069
 

4 0. 106
 

5 -0. 059
 

0 0. 103
 

5 -0. 043
 

0 0. 101
 

6 -0. 018
 

4 0. 098
 

4

学历 -0. 248
 

3∗∗ 0. 103
 

0 -0. 213
 

8∗ 0. 100
 

0 -0. 239
 

4∗ 0. 097
 

8 -0. 249
 

6∗∗ 0. 094
 

7

职位 -0. 210
 

5∗∗∗ 0. 060
 

6 -0. 122
 

4 0. 060
 

6 -0. 119
 

2 0. 059
 

2 -0. 101
 

9 0. 057
 

3

年龄 0. 025
 

2 0. 015
 

9 0. 023
 

1 0. 015
 

4 0. 024
 

2 0. 015
 

1 0. 024
 

0 0. 014
 

6

工作年限 0. 000
 

2 0. 000
 

4 0. 000
 

0 0. 000
 

4 0. 000
 

1 0. 000
 

4 -0. 000
 

1 0. 000
 

4

入职年限 -0. 008
 

8 0. 022
 

0 -0. 002
 

0 0. 021
 

4 -0. 000
 

1 0. 020
 

9 0. 002
 

7 0. 020
 

2

成立年限 -0. 172
 

9∗ 0. 077
 

4 -0. 160
 

9∗ 0. 074
 

9 -0. 160
 

7∗ 0. 073
 

3 -0. 147
 

1∗ 0. 070
 

9

公司规模 0. 021
 

4 0. 065
 

3 0. 052
 

2 0. 063
 

9 0. 061
 

9 0. 062
 

7 0. 077
 

0 0. 060
 

7

行业类型 0. 032
 

6 0. 028
 

5 0. 022
 

4 0. 027
 

8 0. 015
 

5 0. 027
 

2 -0. 006
 

8 0. 026
 

6

X1 -0. 500
 

7∗∗∗ 0. 086
 

4 -0. 750
 

4∗∗∗ 0. 101
 

5 -0. 448
 

4∗∗∗ 0. 111
 

4

X2 0. 107
 

3 0. 062
 

4 0. 294
 

5∗∗∗ 0. 072
 

9 0. 309
 

5∗∗∗ 0. 070
 

6

X2
1 -0. 268

 

5∗∗ 0. 085
 

8 -0. 301
 

4∗∗∗ 0. 083
 

3

X1X2 -0. 165
 

0 0. 111
 

2 -0. 223
 

1∗ 0. 108
 

1

X2
2 0. 209

 

4∗∗∗ 0. 049
 

1 0. 183
 

7∗∗∗ 0. 047
 

8

M -0. 405
 

4∗∗∗ 0. 070
 

4

R2 0. 059
 

5 0. 121
 

8 0. 169
 

5 0. 223
 

5

ΔR2 0. 059
 

5∗∗∗ 0. 062
 

4∗∗∗ 0. 047
 

6∗∗∗ 0. 054
 

1∗∗∗

F 3. 393
 

4∗∗∗ 6. 066
 

6∗∗∗ 6. 966
 

7∗∗∗ 9. 154
 

3∗∗∗

匹配曲线(X2 =X1 )的斜率(b1+b2) -0. 456
 

0∗∗∗ 　

匹配曲线(X2 =X1 )的曲率(b3+b4+b5) -0. 225
 

0

不匹配曲线(X2 =-X1)的斜率(b1-b2) -1. 044
 

0∗∗∗

不匹配曲线(X2 = -X1 )的曲率(b3-b4+b5) 0. 105
 

0

　 　 注:n员工 = 493,结果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为直观地呈现促进定向型工作重塑与防御定向型工作重塑的匹配性对工作不安全感的影响,本文根据

模型 3 的回归结果绘制了响应面图,见图 3 和图 4。 由图 3 可见,响应面右角(高促进-低防御)明显低于左

角(低促进-高防御),后角(高促进-高防御)也相对低于前角(低促进-低防御),并且工作不安全感在后角

最低而在左角最高,假设 1 和假设 2 再次得到验证并且得到了更深入的结果,即高促进-高防御匹配的情形

与低促进-高防御不匹配的情形之间前者最有利于减轻工作不安全感而后者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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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响应面

2. 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采用爱德华兹和凯布尔(Edwards
 

&
 

Cable,2009)[64]提出的块变量(block
 

variable)方

法检验中介效应,即将 X1、 X2、 X2
1、 X1X2 和 X2

2

与表 3 模型 3 多项式回归系数相乘后加总作

为促进定向型工作重塑与防御定向型工作重

塑的匹配性的区集变量,并运用软件 SPSS
 

23. 0
的插件 process 进行计算。 根据表 4 的检验结果,
促进定向型工作重塑与防御定向型工作重塑匹

配对工作不安全感的直接效应为 0. 255
 

2,95%置

信区间为[0. 679
 

5,
 

1. 319
 

7],不包含零,通过

个人-工作匹配的间接效应为 0. 044
 

7,95%置

信区间为[0. 014
 

2,
 

0. 085
 

5],不包含零,表明

个人-工作匹配在促进定向型工作重塑和防御

定向型工作重塑匹配与工作不安全感之间起

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3 得到支持。 同时,本文还利用爱德华兹和派瑞(Edwards
 

&
 

Parry,1993) [65] 的系数乘积

法,通过检验复合系数的显著性再次验证了中介效应,并根据中介效应系数绘制了中介效应的响应面图,如
图 5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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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匹配曲线与不匹配曲线截面

表 4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路径 路径系数 效应值 标准误
95%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块变量→个人-工作匹配(前半段) -0. 150
 

7∗∗∗ 0. 128
 

7 -0. 687
 

3 -0. 181
 

5

个人-工作匹配→工作不安全感(后半段) -0. 296
 

5∗∗∗ 0. 056
 

9 -0. 514
 

8 -0. 291
 

1

块变量→工作不安全感(直接效应) 0. 255
 

2∗∗∗ 0. 162
 

9 0. 679
 

5 1. 319
 

7

块变量→个人-工作匹配→工作不安全感(间接效应) 0. 044
 

7∗∗∗ 0. 018
 

4 0. 014
 

2 0. 085
 

5

总效应 0. 299
 

9∗∗∗ 0. 169
 

0 0. 842
 

6 1. 506
 

7

　 　 注:n员工 = 493;系数为标准化系数;拔靴法重复抽样 5
 

0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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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介效应响应面

3. 调节效应检验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5。 当 HCWS(W1)作为调节变量时,在模型 6 的基础上加入五个调节项WX1、 WX2、

WX2
1、 WX1X2、 WX2

2 后,模型 7 中 R2 显著提升(Δ R2 = 0. 017
 

3,P<0. 00
 

1),表明 HCWS 的调节效应显著。

表 5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非标准化

回归系数
标准误

非标准化

回归系数
标准误

非标准化

回归系数
标准误

非标准化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截距 5. 325
 

5∗∗∗ 0. 392
 

0 2. 529
 

0∗∗∗ 0. 385
 

2 3. 019
 

4∗∗∗ 0. 415
 

1 5. 599
 

1∗∗∗ 0. 779
 

5

性别 0. 021
 

2 0. 077
 

2 0. 015
 

6 0. 055
 

6 0. 007
 

6 0. 055
 

2 -0. 005
 

7 0. 098
 

4

学历 0. 032
 

9 0. 074
 

7 -0. 003
 

0 0. 053
 

4 0. 010
 

6 0. 053
 

1 -0. 236
 

3∗ 0. 094
 

6

职位 0. 170
 

9∗∗∗ 0. 044
 

0 -0. 027
 

3 0. 032
 

8 -0. 032
 

1 0. 032
 

7 -0. 070
 

6 0. 058
 

2

年龄 -0. 003
 

3 0. 011
 

6 0. 018
 

8∗ 0. 008
 

4 0. 019
 

1∗ 0. 008
 

3 0. 019
 

2 0. 014
 

9

工作年限 -0. 000
 

3 0. 000
 

3 0. 000 0. 000
 

2 0. 000
 

1 0. 000
 

2 -0. 000
 

3 0. 000
 

4

入职年限 0. 016
 

6 0. 016
 

0 -0. 007
 

1 0. 011
 

5 -0. 007
 

7 0. 011
 

3 0. 007
 

4 0. 020
 

2

成立年限 0. 060
 

1 0. 056
 

1 0. 037
 

8 0. 040
 

0 0. 027
 

2 0. 039
 

6 -0. 150
 

3∗ 0. 070
 

6

公司规模 0. 052
 

4 0. 047
 

4 -0. 013
 

3 0. 034
 

5 -0. 020
 

5 0. 034
 

1 0. 077
 

6 0. 060
 

8

行业类型 -0. 077
 

1∗∗∗ 0. 020
 

7 -0. 025
 

8 0. 015
 

0 -0. 018
 

6 0. 015
 

0 -0. 010
 

9 0. 026
 

7

X1 0. 288
 

3∗∗∗ 0. 066
 

3 1. 416
 

8∗∗∗ 0. 356
 

7 1. 330
 

5∗ 0. 645
 

8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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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续)

变量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非标准化

回归系数
标准误

非标准化

回归系数
标准误

非标准化

回归系数
标准误

非标准化

回归系数
标准误

X2 0. 019
 

8 0. 039
 

8 -0. 503
 

8∗ 0. 255
 

5 0. 662
 

4 0. 456
 

9

X2
1 -0. 019

 

7 0. 047
 

1 0. 254
 

5 0. 198
 

8 0. 146
 

8 0. 354
 

6

X1X2 -0. 135
 

3∗ 0. 060
 

7 0. 300
 

2 0. 223
 

6 0. 018
 

4 0. 399
 

0

X2
2 -0. 013

 

2 0. 027
 

1 -0. 478
 

6∗∗∗ 0. 138
 

1 0. 317
 

0 0. 249
 

0

W 0. 510
 

2∗∗∗ 0. 040
 

6 0. 420
 

8∗∗∗ 0. 050
 

2 -0. 126
 

9 0. 095
 

9

WX1 -0. 197
 

5∗∗∗ 0. 062
 

2 -0. 307
 

3 0. 111
 

9

WX2 0. 099
 

7∗ 0. 046
 

3 -0. 061
 

4∗∗ 0. 082
 

9

WX2
1 -0. 027

 

4 0. 040
 

1 -0. 045
 

8 0. 071
 

5

WX1X2 -0. 095
 

6∗ 0. 044
 

7 -0. 035
 

1 0. 080
 

0

WX2
2 0. 087

 

5∗∗∗ 0. 025
 

3 -0. 026
 

5 0. 045
 

6

M -0. 366
 

4∗∗∗ 0. 082
 

0

R2 0. 086
 

2 0. 543
 

3 0. 560
 

6 0. 247
 

2

　 　 注:模型 5、模型 6、模型 7 的因变量为个人-工作匹配;模型 8 的因变量为工作不安全感。

为进一步阐释调节效应,分别计算调节变量高低不同水平下(M±SD)响应面沿匹配曲线和不匹配曲线的斜

率和曲率(见表 6),并绘制高低分组的响应面图(见图 6)。 高 HCWS 下,响应面沿不匹配曲线的曲率显著为正

(曲率= 0. 494
 

6,P<0. 05),而低 HCWS 下,响应面沿不匹配曲线的曲率不显著(曲率= 0. 1914,P>0. 05),表明高

HCWS 下促进-防御定向型工作重塑不匹配对个人-工作匹配的促进作用更强。 即高 HCWS 组织中,员工进行

低促进-高防御或高促进-低防御的不匹配工作重塑比匹配情形的重塑组合更能提高个人-工作匹配;而低

HCWS 下上述效应不显著。 高 HCWS 下,响应面沿不匹配曲线的斜率不显著(斜率= -0. 012
 

4,P>0. 05),而低

HCWS 下,响应面沿不匹配曲线的斜率显著为正(斜率= 0. 563
 

1,P<0. 05),表明低 HCWS 下,高促进-低防御

组合比低促进-高防御组合更能促进个人-工作匹配,两种组合存在明显的效应差异,而高 HCWS 下上述效

应不显著。 因此,以上结果表明高 HCWS 能缓冲低促进-高防御组合与高促进-低防御组合对个人-工作匹

配的效应差异,假设 4 成立。

表 6　 高低不同水平的调节变量下响应面斜率和曲率检验结果

调节变量 高低分组

匹配曲线 不匹配曲线

斜率
95%置信

区间
曲率

95%置信

区间　
斜率

95%置信

区间
曲率

95%置信

区间

高承诺工作系统 低 0. 466
 

4∗ [0. 199
 

2,
　 0. 747

 

0]
-0. 083

 

5 [ -0. 385
 

5,
　 　0. 121

 

0]
0. 563

 

1∗ [0. 185
 

2,
　 0. 996

 

0]
0. 191

 

4 [ -0. 214
 

9,
　 　0. 432

 

0]

高 0. 277
 

2∗ [0. 081
 

2,
　 0. 505

 

2]
-0. 151

 

1 [ -0. 511
 

0,
　 　0. 155

 

7]
-0. 012

 

4 [ -0. 288
 

5,
　 　0. 193

 

3]
0. 494

 

6∗ [0. 262
 

8,
　 0. 89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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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调节效应响应面

　 　 本文对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的检验参照沃格尔等(Vogel
 

et
 

al.,2016) [66] 的检验法,将交互项、中介变量同

时纳入模型对工作不安全感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5。 当 HCWS 做调节变量时,根据模型 8,个人-工作匹配对

工作不安全感具有负向影响(b= -0. 366
 

4,P<0. 00
 

1)。 基于此,检验调节变量高低分组下,由中介变量传导

的促进-防御定向型工作重塑匹配性对工作倦怠的间接影响,并根据多项式方程系数计算响应面特征(不匹

配曲线的斜率、曲率),其显著性检验方法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拔靴法,结果见表 7。

表 7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响应面检验结果

调节变量 工作重塑 斜率 95%置信区间 曲率 95%置信区间

高承诺工作系统 低 -0. 658
 

1 [ -1. 216
 

8,0. 147
 

8] 0. 202
 

8 [ -0. 409
 

2,0. 646
 

5]

高 -0. 922
 

5∗ [ -1. 416
 

2,-0. 551
 

2] 0. 018
 

4 [ -0. 458
 

6,0. 562
 

6]

　 　 注:表中为不匹配曲线的斜率和曲率;差异组=低分组-高分组。

在低 HCWS 下,响应面沿不匹配曲线的斜率显著(斜率= -0. 658
 

1,95%置信区间= [-1. 216
 

8,
 

0. 147
 

8])、
曲率均不显著(曲率= 0. 202

 

8,95%置信区间=[-0. 409
 

2,
 

0. 646
 

5]),响应面为平坦曲面,如图 7 所示。 这表明

当 HCWS 水平较低时,促进定向型和防御定向型工作重塑不匹配对工作不安全感没有间接影响。 在高 HCWS
下,沿不匹配曲线的斜率显著(斜率= -0. 922

 

5,95%置信区间= [-1. 416
 

2,
 

-0. 551
 

2]),曲率不显著(曲率=
0. 018

 

4,95%置信区间=[-0. 458
 

6,
 

0. 562
 

6]),响应面左高右低,即在不匹配情形下,低-高(促进定向和防御定向

型工作重塑)组合比高-低组合的工作不安全感更高。 以上结果说明较高 HCWS 并未起到明显的缓冲作用,相反,
低水平的 HCWS 有效缓冲了低促进-高防御的工作重塑对工作不安全感的正向间接效应(通过个人-工作匹配)。
因此,假设 5 不成立。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基于人-环境匹配理论和工作要求-资源理论,本文构建并验证了调节定向视角下员工工作重塑通过

个人-工作匹配影响工作不安全感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利用多项式回归和响应面分析法对比了促进定

向型工作重塑和防御定向型工作重塑的不同组合对工作不安全感的影响,并检验了高承诺工作系统的调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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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调节的中介效应响应面

节作用。 通过 493 份两时点配对数据的分析,研究发现:(1)促进定向型与防御定向型工作重塑匹配时,
高促进-高防御组合比低促进-低防御组合更能减轻工作不安全感,低促进-低防御组合比高促进-高防

御组合更能加剧工作不安全感;(2)促进定向型与防御定向型工作重塑不匹配时,高促进-低防御组合比

低促进-高防御组合更能减轻工作不安全感,低促进-高防御组合比高促进-低防御组合更能加剧工作不

安全感;(3)个人-工作匹配在促进-防御定向型工作重塑匹配性与工作不安全感之间起中介作用;(4)高

承诺工作系统缓冲了低促进-高防御组合与高促进-低防御组合对个人-工作匹配的效应差异;(5)高承

诺工作系统并未起到预期的缓冲作用,相反,低水平的高承诺工作系统有效缓冲了低促进-高防御的工作

重塑对工作不安全感的正向间接效应(通过个人-工作匹配) 。

　 　 (二)理论贡献

首先,与以往基于整体视角[29,67]或聚焦增加资源和挑战的重塑研究[31,
 

68] 发现的工作重塑对个体结果

的积极效应一致,本文研究发现促进定向型工作重塑与防御定向型工作重塑相匹配的情形中,高促进-高防

御的工作重塑组合比低促进-低防御组合更能减轻工作不安全感。 但本文对工作重塑内部作用方式有不同

观点,认为虽然匹配情形下高重塑比低重塑更有利,但不匹配情形下,促进型重塑起决定性作用,并能够抵

消防御型重塑的负面影响。 即高促进-高防御组合与高促进-低防御组合相比,后者更有利于降低工作不安

全感。 因此,整合视角探究工作重塑的影响可能忽略了内部构成的差异效应,得到的结果虽然可能会表现

出促进型重塑的效果,但以此来概括性地阐释所有重塑行为则缺乏严谨性[69] 。 本文利用多项式回归和响应

面分析法探究工作重塑两维度不同匹配情形和不同水平组合之间的效应差异,既考虑了不同类型重塑行为

的差异性,又兼顾了二者交互效应所产生的额外变异。 并且,本文还得出不匹配情形中高促进-低防御的工

作重塑组合比低促进-高防御组合更能减轻工作不安全感的结论。 这不仅验证了促进定向型工作重塑的积

极效应,还指出两类工作重塑中促进型重塑起到主导作用,高防御型重塑不仅不像促进型重塑那样负向影

响工作不安全感,反而可能加剧工作不安全感,甚至是产生工作不安全感的原因。
其次,促进-防御定向型工作重塑对工作不安全感的影响是通过个人-工作匹配传导的,类似但不同于

以往研究中工作重塑对个人-工作匹配的积极影响[19] ,本文基于动机视角发现工作重塑两种维度的不同组

合经个人-工作匹配传导的中介作用存在差异,丰富了工作重塑和个人-工作匹配理论的研究。 此外,鲜有

研究探究工作不安全感的产生或干预,对中介机制的考察就更为缺乏,本文结合人 -环境匹配理论和

JD-R 模型,揭示了个人-工作匹配在促进-防御定向型工作重塑与工作不安全感之间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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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本文验证了高承诺工作系统能够缓冲低促进-高防御工作重塑与高促进-低防御工作重塑对个人

-工作匹配的效应差异。 这表明在中国的组织情境下,即使员工选择了不利的工作重塑策略,组织也能够通

过实施高水平的高承诺工作系统缓解其负面作用。 也就是说,当组织无法充分识别员工所进行的重塑行为

是高促进还是低促进、高防御还是低防御时,通过实施高承诺工作系统能够减少不同重塑策略(低促进-高
防御、高促进-低防御)员工之间的个人-工作匹配感知差异,这有利于员工的统筹管理,避免消极个体对组

织的不良影响。 本文还发现,高承诺工作系统缓冲效应差异主要是通过提高低促进-高防御工作重塑员工

的个人-工作匹配,而不是降低高促进-低防御工作重塑员工的匹配感知,可见这种缓和对组织是有利的。
这响应了基尔罗伊等(Kilroy

 

et
 

al.,2020) [70]有关“挖掘更多个体因素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交互效应”的呼

吁,也丰富了个体主动性行为影响的边界条件研究。
最后,本文验证了高承诺工作系统对个人-工作匹配在工作重塑与工作不安全感之间的中介作用的

调节效应,指出高水平的高承诺工作系统并未能有效缓冲个人-工作匹配传导的低促进-高防御工作重塑

对工作不安全感的消极影响;相反,低水平的高承诺工作系统却起到了这一作用。 出现此结果的原因可

能是前半段中介效应(工作重塑→个人-工作匹配)的复杂性。 本文中促进型重塑与防御型重塑对结果

变量的效应相反,因此,当后半段中介效应为负向时,促进型重塑和防御型重塑组合产生的效应可能被抵

消或逆转。

　 　 (三)实践启示

本文考察了促进型工作重塑和防御型工作重塑的四种匹配情形对员工工作不安全感的影响机制和作用边

界,为中国当前面临广泛竞争和处于不稳定的就业环境中的企业和员工提供一定的启示。
首先,从工作不安全感的角度看,员工可能对不同应对策略所产生的效果并不明确,当实施低促进-高防御

的工作重塑行为时,即使动机是应对阻碍性要求的消极后果,结果却是导致了更高的不安全感。 工作不安全感

并不代表着当下会失去工作而是对未来的消极预期,高防御型重塑被证明无益于长远的就业能力和信心,实施

高防御-低促进的重塑策略使员工在未来激烈的职场竞争中很容易被他人取代或存在被取代的危机。 因此,员
工在采取应对策略时,应关注自身长期发展和竞争力的提升,进行合理的职业规划,在感知到工作环境不稳定

或工作连续性受到威胁时应选择高促进-低防御的工作重塑方式,通过提高自我竞争力和保持工作连续性的信

心来达到降低工作不安全感的目的。
其次,从组织角度看,虽然一些研究者或管理者认为适宜水平的不安全感有利于激发员工的创造力,但从

长远考虑,稳定的工作环境对企业健康发展才更重要。 将本文得出的高促进-低防御重塑行为预测低不安全感

的结论与以往研究中促进型重塑有利于高工作投入和高绩效的观点结合考虑,可以发现只要员工合理采取行

动,安全感与绩效目标并不冲突,因此只要组织或管理者作为重塑干预主体进行清晰的区分和采取因地制宜的

干预策略,对员工寻求资源和挑战的重塑行为予以支持和鼓励,识别员工减少阻碍要求的重塑行为并加以正确

引导就可以实现员工和企业双赢。
最后,组织还可以通过实施高承诺工作系统缓和低促进-高防御重塑与高促进-低防御重塑个体的效应差

异,即通过给予防御定向个体更多的支持和资源条件,使他们更少感受到工作中的压力和阻碍[17] ,更容易实现

与工作的匹配。

　 　 (四)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首先,本文虽采用了多时点、多源及跨层次收集数据的研究设计,但并未实现完全的纵贯设计[71] ,这在

一定程度上无法充分反映中介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对所有变量

采用多时点和实验研究方式进行数据收集,以揭示变量之间确切的因果关系。
其次,由于分维度研究中,除大部分验证了防御型工作重塑的负面结果外,许多研究中常出现结果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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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现象,这可能是由于其产生的功能失调效应[42] 。 因此,本文中高 / 低防御型工作重塑与高 / 低促进型工

作重塑相结合时,得不到高促进-高防御组合和高促进-低防御组合的显著差异,即无法判断二者的效用差

异。 未来研究可以就此作进一步探索以明晰二者的效应差异。

再次,本文以人-环境匹配理论中的个人-工作匹配为切入点,探究促进型工作重塑和防御型工作重塑

的不同匹配情形的影响机制,在未来的研究中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到其他维度,将个人-组织匹配、个人-上级

匹配等同时纳入模型进行影响机制的比较研究,从而有效揭示工作重塑内部结构差异性效应的影响机制,

并丰富人-环境匹配理论的应用研究。

最后,本文发现高承诺工作系统能够有效调节(缓冲)低促进-高防御组合与高促进-低防御组合对个

人-工作匹配的影响,在当前中国管理情境下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应兼顾承诺型和控制型实践束[57] ,然而这

种兼顾型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对工作重塑有效性的影响,仍没有研究尝试。 未来可以基于此研究进一步探索

兼顾型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对工作重塑有效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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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omplex,
 

dynamic,
 

and
 

highly
 

competitive
 

work
 

environments,
 

employees
 

generally
 

face
 

job
 

insecurity
 

caused
 

by
 

uncertainty.
 

Thus,
 

it
 

is
 

urgent
 

to
 

investigate
 

how
 

to
 

craft
 

employees’
 

jobs
 

to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ir
 

job
 

insecurity
 

and
 

avoid
 

its
 

negative
 

consequences.
Based

 

on
 

the
 

regulatory
 

focus
 

theory,
 

job
 

crafting
 

behaviors
 

can
 

be
 

divided
 

into
 

promotion-
 

and
 

prevention-
focused

 

job
 

crafting.
 

Both
 

types
 

of
 

strategie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individual
 

outcomes,
 

and
 

their
 

combinations
 

also
 

impact
 

job
 

insecurity
 

differently.
 

To
 

explore
 

which
 

combination
 

is
 

more
 

effective
 

in
 

reducing
 

job
 

insecurity,
 

based
 

on
 

the
 

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
 

and
 

the
 

person-environment
 

fit
 

theor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the
 

fit
 

of
 

the
 

two
 

types
 

of
 

crafting
 

behaviors
 

on
 

job
 

insecurity
 

and
 

examin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son-job
 

fit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high
 

commitment
 

work
 

systems
 

( HCWS).
 

Through
 

a
 

multi-wave
 

longitudinal
 

survey
 

design,
 

this
 

paper
 

collects
 

paired
 

data
 

from
 

493
 

employees
 

and
 

51
 

human
 

resources
 

managers
 

and
 

applies
 

polynomial
 

regression
 

and
 

response
 

surface
 

analysis
 

to
 

fully
 

test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es.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 1 )
 

When
 

the
 

two
 

types
 

of
 

crafting
 

behaviors
 

are
 

aligned,
 

a
 

high-promotion
 

and
 

high-prevention
 

combination
 

effectively
 

reduces
 

job
 

insecurity.
 

(2)
 

When
 

there
 

is
 

a
 

mismatch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crafting
 

behaviors,
 

a
 

high-promotion
 

and
 

low-prevention
 

combination
 

effectively
 

reduces
 

job
 

insecurity.
 

(3)
 

Person-job
 

fit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
 

promotion-
 

and
 

prevention-focused
 

job
 

crafting
 

combinations
 

and
 

job
 

insecurity,
 

namely
 

that
 

a
 

high-promotion
 

and
 

high-prevention
 

combination
 

reduces
 

job
 

insecurity
 

through
 

better
 

person-job
 

fit.
 

(4)
 

HCWS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t
 

of
 

promotion-
 

and
 

prevention-focused
 

job
 

crafting
 

and
 

person-
job

 

fit,
 

buffering
 

the
 

effec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low-promotion
 

and
 

high-prevention
 

combination
 

and
 

the
 

high-
promotion

 

and
 

low-prevention
 

combination
 

on
 

person-job
 

fit.
 

(5)
 

HCWS
 

moderat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erson-
job

 

fit
 

between
 

the
 

fit
 

of
 

promotion-
 

and
 

prevention-focused
 

job
 

crafting
 

and
 

job
 

insecurity,
 

while
 

the
 

direction
 

of
 

this
 

effect
 

does
 

not
 

align
 

with
 

the
 

hypothesis.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are
 

as
 

follows.
 

This
 

paper
 

expands
 

the
 

research
 

on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job
 

crafting
 

and
 

the
 

impact
 

of
 

interactive
 

effects
 

on
 

job
 

insecurity
 

and
 

reveal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he
 

concept
 

of
 

person-job
 

fit,
 

which
 

includes
 

both
 

employee
 

cognition
 

of
 

job
 

characteristics
 

and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n
 

promotion-
 

and
 

prevention-focused
 

job
 

crafting
 

and
 

its
 

impact
 

on
 

job
 

insecurity.
 

It
 

also
 

provides
 

practical
 

guidance
 

for
 

organizations
 

as
 

an
 

important
 

crafting
 

intervention
 

agent
 

to
 

play
 

a
 

role
 

in
 

employees
 

crafting
 

their
 

jobs
 

to
 

reduce
 

insecurity
 

and
 

obtains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HCWS
 

works
 

as
 

essential
 

boundary
 

conditions.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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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
 

craf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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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fting;
 

person-job
 

fit;
 

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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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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